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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思想最远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其现代

理论建构则起源于启蒙时代。①在政治上，世界主义者以反霸权主义为起点，探索

维系民族平等与世界和平的政治建制，致力于实现具有内在规范性的世界秩序。近

二十年来，世界主义理论在中国学界引起了一系列讨论，学者们从中国视角出发，

提出了“新天下主义”“新世界主义”等命题，②初步构成了中国世界主义话语的

基本原则。

内容摘要：由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在理论上可以搭建一个加速实现世界主义的“数字巴别 

塔”，它的误用却对世界主义的两大核心诉求——民族平等与世界和平造成了持续的威胁。究其原因，

现代数字技术通过与资本的合流形成了技术 - 经济 - 政治的复合型霸权，推动了事实层面的全球化，而

非规范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对于如何限制数字霸权、建立数字技术和世界主义的正向联结，技术性的路

径认为技术革新本身就能使其回到造福国际社会的道路上来，但大众的自发行动难以突破大型科技公司

的技术统治；政治性的路径以欧盟数字主权为代表，用强制性的法律 / 制度框架限制数字技术的误用，

但欧盟内部的民主赤字更加深了国家间的数字鸿沟。针对两种立场的弊端，数字世界主义提出应以政治

路径规训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国际关系民主化规训地缘政治引起的国际数字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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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数字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处于加速实

现世界主义理想的快车道上，因为数字技术正在扫清通向世界主义的诸多障碍。① 
2021 年甚至被称为“元宇宙元年”，基于万物互联技术，全世界的普遍交往似乎不

再是空想中的政治乌托邦。②它向我们重新定义了什么是邻人，创造了跨文化的共

同体形式并冲击着传统的政治认同。然而，数字技术天然就是世界主义的助推器吗？

本文首先讨论在哪些层面上数字技术走向了世界主义的反面，接着分析两种应对路

径的利弊，最后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为基点，引申出世界主义对全球数字治理的几点

启示。

数字霸权：世界主义的新挑战

在通信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世界主义主要面对的挑战来自地理空间的阻碍，以

及相应的语言、思维方式的隔阂。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之外，非神即兽”，③城

邦共同体之外不存在普遍交往和价值共识。康德则在人类的理性禀赋中看到了民族融

合的潜能：一是随着世界性的贸易活动，那些距离遥远的民族倾向于相互理解，并为

了商业利益保持友好；二是为了实现永久的和平状态，各民族必须共同筑建一个世界

共同体并为其立法。④

（一）“数字巴别塔”：从理论到现实

进入 21 世纪后，由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让人们看到了彻底打破距离

阻隔的可能性。新的技术基础改变了长久以来社交和距离之间的对立关系。研究显示，

面对面交流和电话沟通的频率都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但前者受影响的程度远大于

后者。到了互联网社交媒体普及的时代，距离影响进一步被缩小。甚至，随着网络社

交带来的交往便利，人们在现实中跨越距离、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意愿增强了。这个现

象在世纪之交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被称为“距离的终结”。而在政治领域，人们

开始期待一个“无边界世界”的出现。

为何数字技术能够引起人类交往形式的根本性变革？从技术的本质来看，为网络

通信提供支持的大数据具有“3V”的特征——大体量（volume）、高速度（velocity）、

多样性（variety）。⑤这些特征可以有效降低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成本。一个人打开自己

的网络社交软件，就能够轻松地分享新闻或自己的生活，而这些分享会直接被推送给

他的好友或任何感兴趣的人。精准推送功能将本来没有交集的人们联系在一起。通过

社交媒体的传播，生活琐事、小众爱好等都可能产生政治、社会涟漪效应，成为跨地

域交往的引爆点。

尽管数字技术在理论上可以搭建一个世界各民族普遍交往的“数字巴别塔”，但

是它的误用客观上对世界主义两大核心诉求——民族平等与世界和平造成了持续的

威胁。从大众意识层面来看，数字媒介正试图塑造人们的种族主义思想，极端立场

比前数字时代传播得更快。2021 年 10 月，曾经就职于“脸书”的数据科学家弗朗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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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根在美国国会作证，揭露“脸书”利用大数据和算法煽动民众的歧视情绪和仇恨

言论，以此获得更多的流量和利润。①而在世界政治层面，针对各国政府以及关键基

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层出不穷。2022 年 5 月，阿尔巴尼亚政府遭到境外大规模网络攻

击，一度关停所有公共服务网站，而攻击者的技术手段和近几个月在乌克兰、立陶

宛、德国等国家发生的网络攻击十分相似。当数字技术被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

地缘政治就和国家间的数字技术竞赛交织在一起，新冷战思维呼之欲出。此前，欧

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年度咨文中提出，欧洲未来十年的首要目标就在 
于争夺世界范围内数字技术的主导权。如果欧洲不能在电讯、数字技术、数字化公

共服务等领域有所成就，“它从此就只能居于被动地位，为其他国家设定的规则所

统治”。②

（二）事实与规范：世界秩序的两个面向

那么，在数字技术与世界主义的关系上，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从理论到现实的巨大

鸿沟？在这里，需要区分作为历史事实的全球化进程以及作为规范性概念的世界主义。

马克思早就意识到，资本主义所推动的全球化不仅未能建立一个在规范意义上由正义

原则主导的世界秩序，反而促生了技术－经济－政治的复合型霸权。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飞跃，促使资产阶级不断寻找新的市场、

新的需求、新的劳动力，“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

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

内在弊端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对生产关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一个建立在平等而非剥

削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才是可能的。

在数字时代，马克思对资本和全球化的批判框架依旧适用，它表现为资本的数据

化与数据的资本化。一方面，在 20 世纪末，工业资本主义通过贸易和供应链的扩展

推动了新一轮全球化。随之而来的是公司债务爆炸性增长和全球资本流动的加速，以

及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实现。在这个大背景下，为了对资本流动进行数据提取，出

现了跨国信息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数字化的后果是新形式剥削的

出现——被侵占的除了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还有已经转化为数据的人类生活。所有的

社交、消费、娱乐行为，都可以被数字平台记录下来，成为一种提取经济价值并产生

利润的资源。④

总而言之，现代数字技术通过与资本的合流推动了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形成了

新的霸权形式。至于它是否能够或以何种方式才能实现世界主义，依然是悬而未决的

问题。⑤当前，为了限制资本在数字技术发展中的支配作用，国际社会正调用各种理

论资源与现实经验，积极找寻具有内在规范性的数字技术发展之路。在这些实践中，

与世界主义相关的探索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让大众参与数字技术的革新，以此对抗技

术霸权的消极影响；二是将希望寄托在超国家的政治路径上，认为法律 / 制度创新才

是限制数字技术误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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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参与的技术性路径

近十年来，对“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及其互联网产品的忧虑已经成为一个

世界性现象。调查显示，从 2010 年到 2012 年，“Big Tech”一词仅仅在美国媒体上

出现了不到 100 次，而在 2017 年达到 498 次，2020 年甚至达到了 3872 次。①这些批

评直指大型科技公司利用算法煽动民族歧视和文化偏见、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投放监

视广告等弊病。随着批评声音不断扩大，它形成了一场持续至今的科技抵制运动——

“技术冲击”（Techlash），该词甚至入选了 2018 年牛津词典年度词汇。

除了对现代数字技术的消极抵抗，希望扭转资本—技术这一合流趋势的主张则更

为务实。“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要素，只有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才能发挥作用。如

马克思所说：“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②技

术的诞生本就和特定的目的息息相关，因此扭转技术所服务的目的、而不是消灭技术

本身，才是通向社会进步的方向。在技术改良的路径中，知识界试图从数字生态系统

的两大支柱——软件和硬件入手，建立普通大众共建共享的数字世界共同体。

（一）抵抗技术霸权：软件和硬件的改良方案

现代技术的特征就在于工具对于使用者的陌生化，③而软件编程更加深了这一特

征。大型科技公司设计的软件程序本身对用户是不可见的，开发者可以轻易通过编程

的方式塑造出一个个具有分裂意识的主体。比如，某用户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平台

上观看了一个特定类型的视频，之后就会被接连不断地推送类似内容。海德格尔认为，

现代技术发展的后果是主体自身需要、意识和情绪的放大。④网络数字平台通过大数

据计算，制造了一个虚假但不需要反思的空间，即信息茧房。⑤用户在其中接收到的

信息越来越扁平，成为真正意义上“单向度”的人。

通过掌握大量数据和算法技术，大型科技公司拥有了控制人精神世界的无形权力。

这种权力具有福柯所说的“内在性”“弥散性”特点——它不再用强迫的方式逼人服从，

而是以网络数字平台为媒介，不断塑造着新话语、新观念。在此，深陷算法诱导的个

体既是权力的客体，也在信息转发与分享中成为权力的新主体。   
为了纠正付费软件中可能存在的诱导性程序，一些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在 2010 年

后发起了“批判性数据研究”。这些研究在算法歧视——特别是引擎搜索结果和面部

识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将注意力放在编程、算法等技术细节上，实际

上忽略了软件本身不受用户控制这一事实。在这个背景之下，无国界的免费软件运动

应运而生。它的抵抗途径在于让用户直接参与软件的设计、编程和维护。并且，为了

保持软件的开放性，制作者和更新者不得向其他人隐藏软件代码。免费软件运动希望

通过建立一个知识共享式的数字共同体，来对抗资本对人们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 
“殖民”。⑥

硬件是网络系统的物理载体，相对于软件编程领域，数字时代的硬件技术门槛

更高、更容易形成技术壁垒，进而在国际社会造就了各种形式的技术霸权。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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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 e s s a n d r a 
M u l a r o n i , 
“F r a m i n g  B i g 
Tech: News Media, 
Digi ta l  Ca pi ta l 
and the Antitrust 
Move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no.2, 2021.
② 《马克思恩格斯

文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723页。

③ 马克思·韦伯： 
《学术与政治》，冯

克利译，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第29页。

④ 海德格尔：《世

界图像的时代》，选

自海德格尔：《林中

路》，孙周兴译，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 
社，第77—97页。

⑤ 成素梅：《元宇

宙：人的精神技术

化及其规制》，《探

索与争鸣》2022 年

第4 期。

⑥ Michael Kwet, 
“The Digital Tech 
Deal: a Socialist 
Framewor k  f or 
the Twenty-f irst 
Century,” Race & 
Class, no.3, 2022.



69Feb.   2023

文明型构与技术创新·青年学人专刊  二 O 二三年  第二期

形式在于用户使用的软件在第三方所有的硬件上运行。比如，当一个用户登录自己

的社交媒体账号时，他所输入和提取的信息实际上都来源于供应商的云储存系统。

他能否跟其他人分享特定信息，或彻底删除某些信息，都非完全取决于本人的意志。

在第二种形式中，硬件在生产过程中被“上锁”，只允许用户下载和使用生产商允

许的软件。其中，苹果公司设计的电子产品因为兼容性低、向软件开发商收取高额

费用等问题，一直饱受诟病。技术霸权的第三种形式是通过硬件的高度集中化，更

彻底地剥夺了用户的掌控权。电信科技巨头高通公司设想，当网络速度发展到极致时，

用户可以不再掌握任何信息存储的硬件设备。将来手机可能只剩下一个屏幕、一个

电池和最简单的信息处理器。①所有的复杂功能均可在网络云中完成，无须用户自己

的硬件介入。

这三种数字霸权形式共同指向了一个日益不平等的世界，尖端数字技术的占有者

拥有了控制大众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无形权力。在大型科技公司主导技术研发的

今天，如何能够打破技术壁垒，使数字技术服务于每一个互联网用户，是知识界亟

须解决的难题。其中，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互联网去中心化”，成为对抗数字霸权

的主要方向之一。针对云技术的集中，伊本·摩根提出了“自由盒”计划。它试图在

每个用户家中安装一个带有网络支持功能的硬件设备，用户可以将信息储存在自己

的云系统中。设计者希望它不仅具有保护隐私、阻止广告信息等基本功能，更重要

的是打破大型科技公司垄断数据的局面。②虽然在数字时代，个人信息的交换已经成

了社交、消费、工作等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但“自由盒”计划至少给出一个方案，

使普通人能够部分夺回个人数据的掌控权，用自愿、平等、知情的信息交换共同体

代替数字霸权。

（二）寻求“正当性”：对技术改良路径的反思

技术改良路线揭示了由资本驱动的数字网络技术只能营造一种虚假的自由，它的

内核其实是大型科技公司的技术控制。因此，通过大众自发的数字技术革新，让更多

人参与到算法、软件、硬件等技术的设计中，即可重新塑造一种平等、安全、开放的

世界主义互联网氛围。那么，技术改良路线真的能够实现这一使命吗？

数字网络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技术路径的依赖，个体只能

选择使用已有的技术资源，或像科技抵抗运动提倡的那样，让生活从数字技术中抽离

出来。在数字技术开始扩展的早期，大型科技公司提供的服务往往带有技术普及的慈

善色彩，比如免费或低价向大众提供硬件、软件和网络服务。③在广阔的发展中国家，

当地方政府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时，就更容易接受此类技术援助。在签订协

议的时候，新用户往往忽略了其中带有技术霸权的内容，如允许科技公司合法获得个

人数据、限制用户权限等长期条款。在现有的法律 / 制度框架下，个体无法将自己的

抵抗行动正当化。

由此可见，在缺少有效的制度和法律保障的条件下，个体很难突破大型科技公司

的技术统治。不管是“免费软件运动”还是“自由盒”计划，都严重依赖于个体自发

① “Want to see 
the future? Look at 
the chips,” https://
www.wired.com/
story/qualcomm-
moves-beyond-
mobile.
②  “Moglen On 
P r i v a c y  A n d 
T h e  M a c h i n e : 
This Is Not Over 
Y e t ,” h t t p s : / /
w w w.i p-wa tch.
org/2017/09/29/
moglen-privacy-
machine-not-yet/.
③ Renata Ávila 
Pin to,  “Digi ta l 
S o v e r i g n t y 
o r  D i g i t a l 
Colonialism,” Sur, 
no.2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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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分散组织，以及他们参差不齐的技术水平。

在这个背景之下，各个国家都在探索能够对数字网络技术进行有效治理的途径。

为了避免技术封锁、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印度、巴西和委内瑞拉等国家在 21 世纪初

就开始立法规范政府工作软件的使用，规定政府数据必须向开源软件迁移。但是，开

源软件也并不是对抗数字霸权的“万灵药”。2022 年上半年，开源软件供应商 Github
开始制裁俄罗斯的软件开发者账号，俄罗斯境内使用该系统的实验室、企业甚至政府

相关部门遭受巨大损失，其代码托管服务被禁用和删除，且不允许申诉。

Github 事件提醒了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一个超越政治架构的、纯粹中立的数字空

间。相比之下，古巴政府在先进数字技术和信息安全之间选择了后者，一方面限制大

型科技公司的软件许可以及安全更新，另一方面开发了自己的操作系统 Nova，希望

能够实现软件方面的自主权。这种选择也创造了更多新的问题，比如在软件交付速度、

用户体验和持续更新能力上，自主系统具有显著的不足。另外，在数字领域，软件、

硬件和网络技术是一个整体，仅仅在软件编程上下功夫，并不能获得真正的数字技术

自主权。古巴政府忽略了，全面、先进的数字技术和信息安全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前

者实际上是后者的基础。

超国家的政治路径：欧盟数字主权方案的愿景与顿挫

在政治层面，目前传统国家框架下对抗数字霸权的路径均遭遇了一定程度的困境。

从数字技术的底层逻辑来看，万物互联、知识共享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当万

物互联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基础时，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应当具有“联合”“开

放”“共享”等特征。对此，欧盟通过提出数字主权方案，尝试用超国家的政治路径

建立区域数字共同体。

2018 年，欧盟通过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正式提出“数字主权”概

念，开启了欧盟针对数字霸权集中立法的序曲。①随后，实现欧洲“数字主权”成为

新一届欧盟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主要目标之一。她强调了发展欧洲云、人工智

能、安全数字身份的重要性，并承诺改善欧洲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回应，欧洲理事

会组织起草了一份全面的数字指南，阐述 2030 年的数字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

这一推动力在近两年确实起到了加快欧洲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数据治理法》《网

络安全战略》等已经开始实施，欧盟支持数字转型的投资也顺利投向市场。②

在政治建构上，欧盟的数字主权带有世界主义中的超国家的独特面向。虽然“主权”

概念具有排他性的意味，但将其用在国家联合体上，也改变了它在民族国家范畴内的

传统内涵。至少从三个方面来看，欧盟数字主权在思想脉络上展现了它和世界主义的

亲缘性，从而包含了世界主义的实现潜能。

首先，欧洲在一体化的进程中不断调用世界主义的理论资源。孟德斯鸠曾激进地

宣布：“对我的国家有益却对欧洲有害，或者对欧洲有益却对人类有害的东西，我视

①  A n d r e a 
C a l d e r a r o  a n d 
Stella Blumfelde, 
“ A r t i f i c i a l 
intelligence and EU 
security: the false 
promise of  digital 
s o v e r e i g n t y ,” 
European Security, 
no.3, 2022.
② “2030 Digital 
C o m p a s s :  t h e 
E u r o p e a n  w a y 
f or  t he  Digi t a l 
Decade,” https://
euf ordigital.eu /
l i b r a r y / 2 0 3 0 -
digital-compass-
the-european-way-
f or- t he-d igi ta l-
de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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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犯罪。”①在世界性视野中理解欧洲的历史进程、承认在民族国家之上还存在着

更高的政治权威，是欧盟国家愿意让渡部分主权的重要动因。

其次，欧盟数字主权借用了政治世界主义中国家联合立法的普遍形式。在康德的

设想中，以若干国家的联合立法为起点，逐步实现世界性的普遍立法，是政治世界主

义的历史演化规律。哈贝马斯受到康德的影响，认为现代欧洲能够以统一的欧盟宪法

为基础，形成超国家的身份认同。尽管数字主权如今只涉及欧盟国家的联合立法，但

欧盟一直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法律 / 制度框架，说明它在观念上并未丢失世界

主义的视野。

最后，世界主义和国家主权或国家联合体的“主权”并不矛盾，甚至是相辅相成

的关系。自《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国家承担了对内维护个体权利、对外代表人民参

与世界共同体建设的中介角色。可以说，世界主义的实现恰恰要依赖于国家主权或国

家联合体的真正实现。数字主权方案在其实现进程中，不断强化欧盟国家的监管责任，

说明超国家的政治方案也可以反过来促进国家职能的完善。

除了思想上的亲缘性，欧盟在近十年的法律 / 制度建设上也体现了世界主义关怀。

在反霸权层面，它以“普遍性”的人权为中心，致力于实现保护个体的超国家方案。

比如，自 2015 年后，欧盟接收了大量来自战乱地区的难民。在相关数字建设中，欧

盟非常重视大型科技公司泄露个人隐私、实行算法歧视等问题，因此有针对性地建构

了严格保护个人权利的数据规则，其法律 / 制度创新引起了各国的热议。

然而，从整体上来看，欧盟数据主权方案的国际影响力依然有限。其背后的原因，

一方面在于欧盟本土掌握尖端数字技术的企业较少，使它在参与制定全球数字规范时

缺少话语权；另一方面，欧盟在制定数字相关规范时存在“民主赤字”的问题，导致

其数字主权方案本身的正当性存疑。

实际上，早在 18 世纪末，康德就“预言”了欧洲联合体的“民主赤字”困境——

一是它有可能成为由大国主导的伪共同体，二是在外部世界未能形成有效联合之前，

欧洲的局部联合恐被利益纠纷所分解。②在数字主权的例子中，康德的两个“预言”

都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时弊。从欧盟内部来看，立法和决策机制中的“民主赤字”使

得欧洲议会投票率不断下降，由精英阶层设计的数字方案难以在各成员国推行。虽然

欧洲议会为了扩大代表性，经历了多次扩充并使立法权遍及 40 多个领域，但仍被看

作是“次级选举”。在外交政策上，“民主赤字”叠加经济危机，导致欧盟各国的共

同行动能力式微。为了恢复欧洲一体化的动能，德法在 2019 年签署《亚琛条约》，

深化了两国在安全、气候、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但是，由两个大国引领的联合机制遭

到了各自国内右翼政党的强烈批判，认为政府更应该以本国利益为中心展开行动。③

在德法等国家和非欧盟国家存在密切合作的背景下，它们引领的数字主权建设也深受

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

受到“民主赤字”的影响，欧盟数字主权不仅没能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世界主义的

民族平等目标，甚至还在其内部促生了数字鸿沟。在经济的发展目标中，数字主权旨

① 彼得·盖伊：《启

蒙时代》下，王皖强

译，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6 年，第

8页。

② 康德：《永久和

平论》，《历史理性

批判文集》，何兆

武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1996 年，第

97—143页。

③ 田小惠、慕阳子： 
《当前欧盟治理的

困境及其根源》，《现

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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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统一的市场和规范。在法律上，欧盟为数字技术部门提供激励创新的框架、降

低数据保护的标准，希望新技术能够尽快投入市场。在制度上，它致力于制定数字产

业政策，并对基础设施升级和公共采购进行了干预。在教育上，欧盟开始重视数学和

数字技术相关学科的教学，试图为欧洲未来的数字技术发展输送人才。①

然而，统一的欧盟数字主权建设掩盖了其内部国家在经济、政治上的不平等地位，

以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多元化。在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技术上相

对先进和落后的国家之间更容易形成数字鸿沟。回顾前两次科技革命，非洲、亚洲、

南美洲的许多国家虽然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剥削，但技术与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在客

观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初步的现代工业基础。而如今，掌握尖端数字技术的欧盟

国家可以通过在本土搭建数字平台，在世界范围内甚至是欧盟内部实现对资源与劳动

的剥削，无须再向其他国家进行技术输出。在欧盟数字主权的官方文件中，关于数字

技术发展的主体都是以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而对其内部各国数字技术发展不平

等问题却并未提及。②

更有甚者，数字技术的发展反而在欧盟内部创造出新的不平等。欧盟的研究创新

计划“地平线”在 2014—2020 年提供了近 800 亿欧元公共资金，用于机器人、5G、

高性能计算、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数字技术的发展。问题在于，政策和

资金的利好很难惠及所有欧盟国家。在数字技术上相对领先的德国和法国正借助数字

主权政策加速其工业的数字化转型，而缺乏数字技术基础、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在

这一轮产业升级中不仅难以抓住机遇，原来发展农业的资金也面临着被缩减的窘境。

由此，统一的市场和法规使欧盟数据更容易流向数字产业成型的国家，并对其他地区

形成数字剥削。

在数字鸿沟难以弥合的背景下，欧盟试图通过塑造强大的外部“竞争对手”来重

建团结，零和博弈思维使数字技术成为世界主义的反推力。它具体表现为安全概念的

过度扩张、技术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政治摩擦不断升级。

面对非欧盟国家在数字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逐渐增长的贸易议价权，欧盟希望以

“数字主权”为突破口，制定欧洲安全的新方案。欧盟早在 2013 年就宣布，要在军

事防御工业上实现“策略性自主”，并在 2016 年通过《欧盟全球策略》（EUGS）扩大

了数据“安全”概念的适用范围。2020 年英国正式脱欧后，欧盟迫切需要通过数字主

权行动展现它的优越性。为了说明实现数字主权的紧迫性，其更强调了数字化令人担

忧的一面——“恶意网络攻击”“网络间谍活动”“网络犯罪”等构成了冲突和不稳

定的根源，数字领域成为权力斗争的新场所。围绕着数字技术的国际竞赛，各个国家

的政府部门、行业代表和技术人员都被统一组织起来。比如，欧盟的年度数字峰会就

成功协调了政府、社会和企业的相关人士，为建立美国、中国之外的第三大数字技术

主体而共同合作。

数字安全概念的扩张加剧了欧盟与非欧盟国家的技术竞赛。欧盟主张，以一系列

数字战略为中心，重建网络空间的自主性，在关键数字技术上减少社会对非欧盟国家

① “Sovereignty 
f o r  E u r o p e ,” 
h t t p s : / / w w w .
europarl.europa.eu/
RegData/etudes/
BRIE/2020/651992/
EPRS_BRI（2020）
651992_EN.pdf.
② 郑春荣、金欣： 
《欧盟数字主权建

设的背景、路径与

挑战》，《当代世界

与社会主义》2022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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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国家机构的依赖。一是要加强欧盟对网络空间的法律监管，如完善监管的组织架

构、对数字产品及其安全证书进行更严格的约束；二是多渠道促进网络安全技术的创

新，例如帮助欧盟各国开展关键数字技术的研究、加速新技术的转型应用等。①与此

同时，欧盟加强了对非欧盟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力度和反垄断调查。这些科技公司采

取了积极的游说措施，联合美国政府抵抗欧盟的限制政策。比如，为了降低欧盟《通

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制定了全球跨境隐私规则，试图建构一个更具

开放性的数据流动平台。在这个背景下，欧盟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重税与罚款或将

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击，对其内部国家的贸易出口造成影响。②

数字技术竞赛在价值层面导致了文化冲突的复归。围绕着生活方式、人权等议题，

欧盟强调维护数字领域内欧洲价值的重要性，而不是数字文明的普世价值。随着非欧

盟公司所开发的数字技术在欧洲广泛应用，欧盟国家不仅可能丢失全球战略地位，其

内部的个体也面临着传统生活方式的衰落，比如隐私泄露、被数字平台灌输错误的价

值观、认同危机等。因此，它需要塑造出一种新的权利意识，从大众层面抵抗非欧盟

科技公司带来的文化影响。在欧盟领导人和各部门的宣传中，个体应当成为具有监管

权、知情权的消费者。社会教育机构也通过数字技术的普及课程，帮助大众理解技术

对传统欧洲价值造成的威胁。③

建构中国的世界主义数字治理方案

对于如何建立数字技术与世界主义的正向联结，大众自发的技术路径存在着行动

分散、无法律依据、组织性薄弱等不足；而政治性的解决路径可以通过立法、制度建

设等更具强制力的方式规训数字技术发展。在后者中，国家间的数字合作能够在更大

范围内调动政治、经济资源，统一解决各个国家共同的数字困境，具备单一国家难以

实现的优势。但是，面对全球经济萎缩和地缘政治的压力，何种超国家的政治路径更

符合世界主义的手段和目标，是需要具体分析与持续讨论的主题。

从欧盟数字主权的经验教训来看，若要建构一个平等、安全、互惠的数字共同体，

各民族间的平等协商必不可少。二十大报告也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未来全球治理

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④以此为杠杆引导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针对欧盟数

字主权的“民主赤字”困境所提出的更优方案。当下，世界大国都在争夺全球数字治

理的主导权，谁能提供规范数字技术的法律 / 制度标准，谁就赢得了参与塑造未来全

球政治形态的可能。通过《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

以实际行动对接国际规则标准，推动数字治理体系的多边发展。在这个背景之下，将

西方学界长期聚焦的世界主义理念融入中国的全球数字治理方案，是中国开启文明互

鉴、建构易于被西方世界接受的政治话语的窗口。

第一，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世界主义反数字霸权的内在要求。在 WTO 等国际组织

的数字谈判中，美国试图凭借其数字传输和数字贸易交付上的优势，单方面塑造数字

① “New Develop-
ments in Digital 
Services,” https:// 
w w w.e u r o pa r l .
e u r o p a . e u /
R e g D a t a /
e t u d e s / S T U D / 
2 0 2 0 / 6 4 8 7 8 4 /
IPOL_STU（2020） 
648784_EN.pdf.
② 马国春：《欧盟

构建数字主权的新

动向及其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

2022 年第6 期。

③  “ S h a p i n g 
Europe’s digital 
f uture,” https:/ /
c o m m i s s i o n .
europa.eu/strategy-
a n d - p o l i c y /
pr ior i t ies-2019- 
2024/europe-f it-
digital-age/shaping-
europes-digital-
future_en.
④ 习近平：《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　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而团结奋

斗——在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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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规则。对此，中国可以从世界主义的规范性要求出发，倡导全球数字治理中的长

期对话机制。随着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以及联合国的发展，世界主义的理

论基点从康德的“世界公民”转向了民族间的对话活动。如贝克所说：“世界主义不

但应当将不同的民族传统和规范统一起来，而且还必须平衡各种与他性打交道的现代

方式。”①一种有效对话机制包含了对民族差异的预先承认、反对价值的不可通约性

以及从他者中汲取灵感的旨趣。各个国家通过平等的协商程序，可以实现不同观念和

立场的转译，从而达到相互理解甚至形成共识。对于数字技术引起的国际政治危机，

国家间的对话机制可以激活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规范性力量，推动以世界普遍立法遏制

数字霸权的历史进程。

第二，以对话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可以平衡各个国家的数字技术发展诉求。

由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优势产业各不相同，它们对数字治理规则的理解也存

在分歧。掌握尖端数字技术的国家更能将数据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效益，因此希望制定

灵活开放、弱监管的数字治理规则，使各个国家的数据实现自由流通。而对于技术较

为落后的国家来说，开放数字市场会导致本土企业竞争力下降，以及数据的大量流失。

比如，在中国数字一带一路的实践中，沿线国家的技术水平和法律 / 制度配套依旧处

于不成熟阶段，造成了信息安全隐患突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在制定数字技

术相关合作规范的过程中，国家间的对话机制可以在数据保护和数据跨境流动之间找

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一方面，避免先进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数据掠夺并从中提取

经济利益，形成数字霸权；另一方面，以规则透明化提升国家之间的信任，促进彼此

的数字技术合作，深化资源要素整合。

第三，以对话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可以释放数字技术的发展潜能。现今数字

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面对万物互联的历史进程，调用以往经验或是一国经验越来越难

以解决新出现的各类难题。对此，国家间的对话机制可以帮助找到一个基于具体情境

的立足点，弥合规范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建构不断自我修正、对技术发

展构成前瞻性筹划的数字规则。例如，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和全球供

应链面临着巨大挑战，各国迫切需要在数字经济合作上找到新的机遇。在 2020 年至

2022 年的中欧数字对话中，双方就医疗设备和服务的进出口、数据共享和共同管理、

一带一路和欧盟数字市场的优势互补等问题达成了共识。中欧都意识到，统一的技术

标准和国际网络规范需要根据当前诉求进行对话调整；G20 和联合国等组织建立的数

字框架，需要双方在对话合作中落实；保护消费者隐私、清理网络谣言和假新闻、打

击网络犯罪等问题，也对双方的即时协商能力提出了新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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